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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历史经验表明：思想的解放、文化的进步、观念的更新，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各种制度创新，是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够取得突破性进步的非常重要的原因。文章通过对周初统治者在战胜强大的商邦之后，成功确立宗法分封、井田、礼乐文化等一系列新的制度，为周王朝巩固统治和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回顾历史，它给人们认识制度创新的重要意义以新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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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from a perspective of the prosperousness of Zhou dynasty after it defeated Sa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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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historic experiences that the liberation of the mind, the progress of the culture ,the innovation of the conception and other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re very important factors for a country or nationality obtaining surpassing progress .This article makes attempt to analyze that after the ruler of Zhou dynasty defeated Sang dynasty, some new institutions were adopted ,such as the Patriarchal Clan Enfeoffment System ,the Square-fields System, the Etiquette Culture etc. these became solid basis for the prosperousness of Zhou dynasty. This paper tends to prove it is a f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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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在牧野之战中战胜商纣王，建立起中国历史上时间最长、历时八百年之久的周王朝。
同夏和商一样，周人也是远古时代黄河流域很早出现的部族。相传周族的先祖弃“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
近年在周原考古发掘中发现了距今三千多年前的陶器、建筑瓦、铜镞和青铜礼器等，以及周人的甲骨文字，这表明周族有自己固有的文化。然而，与刚刚被自己战胜的商族相比，周人除了农业比较发达外，在文化、手工业生产、经济实力、军事潜力，以及在整个中原的政治影响力都远不及商人
。实际上，周克商并不是文明战胜野蛮、或先进生产力战胜落后生产力的结果，而是杰出的机会主义者周武王巧妙利用商纣王好大喜功、连年征伐比周人更为强大的政治对手——东夷而疲惫不堪、无暇西顾的大好时机，精心准备、偷袭得手而已，
周人时刻面临着商人卷土重来的危险。周武王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克商后焦虑得睡不着觉，经常同弟弟周公旦等高级贵族一起，探讨巩固政权、维护周人统治的政治手段。
武王死后，商人残余势力发动叛乱，周公平叛后迅速颁布并实施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制度，实际上是以武王为首的西周初期贵族统治集团经过长时间深思熟虑后终于成型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最为核心的是宗法分封制、井田制和礼乐文化制度。

一、宗法分封制——新的政治统治制度 
所谓宗法分封制，实际上是宗法与分封两种制度的结合，即按照宗法制度的规定为各级贵族分土授民并严格规定各级贵族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宗法制度严格区分嫡、庶，确立嫡长子的优先继承权。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度的核心，规定先主去世后必须由嫡长子继位；如果没有嫡长子，则从嫡妻从嫁之娣所生之子补充；如果没有这样纯贵族血统的母弟，只好从众妾所生之子中择年长者当选：年龄相同者选择贤者，贤能相同时就由占卜来决定。嫡长子将土地与官职分封给他的兄弟们，将一个国或家变成数个有血亲关系的兄弟小国或小家。宗法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统治权力世代血亲相传。不仅王位如此，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贵族的统治地位都是如此。宗族内分大宗小宗，都以正嫡为宗子。宗子作为本宗始祖的嫡系继承人，在宗族内享有无上的权力，宗族成员必须尊奉宗子。大宗与小宗紧密团结，形成一个依靠对封邑、采地、禄田上劳动的下级族人（国人）及异族农民（野人）的剥削而存在的封建统治集团。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宗法制并不是周人原有的一种社会组织制度，而是周初统治集团为适应新的政治统治需要而发明的制度创新。我们可以从史书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根据《史记·周本纪》的记载，周朝的王业是从周文王姬昌的祖父古公亶父开始奠基的。然而，姬昌的父亲季历，竟是古公亶父最小的儿子！不仅如此，季历的母亲太姜甚至还不是古公亶父的正妻，只是一个妃子！也就是说，季历既不是长子、又不是嫡子，只是由于老爷子喜欢，老大太伯和老二虞仲才不得不逃亡到当时还非常荒凉的吴地，像当地的土著人一样“文身断发”，好让位给小弟季历。而文王姬昌的母亲太任，也同自己的婆婆太姜一样，是个“贤妇人”即季历的一个妃子，姬昌本人也同自己的父亲季历一样，是个非嫡非长的庶出幼子！其实，周人的王位继承甚至还不完全是父子相传，而是把王位的继承权交给亲族中最为贤能的成员。武王死后既不将王位交给自己的儿子姬诵，也不交给更为年长的弟弟管叔、蔡叔，而是传位给小弟弟周公，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其实，在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时期，周人还没有一个成熟的建立新的社会结构的设想。当时的做法，依然是传统的方国部落联盟，即包括周邦在内的所有方国，尽管有大小、强弱之分，但在各自统治区内都拥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权力，各自是独立的邦国。据《吕氏春秋·用民》：“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到周武王克商时，尚有千八百国，是一种小邦林立的局面，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周武王克商以后曾经将神农氏、黄帝、帝尧、帝舜、大禹等古老氏族的后裔进行“褒封”
，甚至连商纣王的儿子也被封为管理殷朝遗民的“三监”之一、“以续殷祀”
，不过是走夏、商时代方国部落联盟的老路，让过去依附于商王朝的诸邦改为依附周王朝而已。这种松散的政治结盟与统一国家中的君臣关系是不同的。
周代宗法分封制度的真正实施始于周公平定管叔、蔡叔等发动的“三监之乱”以后。这时周族统治集团已逐步认识到为了巩固其统治，实现长治久安的政治目的，就必须在新形式下，改革并构建一种新的社会政治制度，从而确立了宗法分封的政治统治制度，并辅之以一整套新的礼乐制度以保证其贯彻实施。这些新的制度，一部分见于《周官》等史书中，还有很多已经失传了。
可以说，宗法分封制度的创立和实施是夏、商以来华夏社会政治结构变革的转折点。史学大师王国维对此评论说：“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故当夏后之世，而殷之王亥、王恒累世称王；汤未放桀之时，亦已称王；当商之末，而周之文、武亦称王。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周初亦然，于《牧誓》、《大诰》，皆称诸侯曰“友邦君”，是君臣之分亦未全定也。逮克殷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甥舅、本周之臣子；而鲁、卫、晋、齐四国，又以王室至亲为东方大藩。夏、殷以来古国方之灭矣！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
通俗地说，虽然夏、商、周三个朝代在时间上是有先后顺序的，但夏、商、周三个古老的部族却是同时并存的。它们交替兴衰、先后掌握了黄河流域的政治支配权。不同的是，夏、商两族虽然曾经强大过，并以武力使周围一些方国部落服属于自己的统治，向其纳贡，接受其军事调遣，但并不纳入其版图。每个方国都仍然保有原有的国土人民和政治组织，并不坠命亡名，而是独立的邦国；而周人确立的宗法分封制，却是个制度创新（或者说改变了游戏规则），打破了远古以来方国之间相互政治独立的格局，通过宗法分封制度建立起一个崭新的金字塔状的封建政治格局。它以周王室为中心，连结许多有亲缘关系的诸侯国，形成在统一版图之内的强大统治机体。国王与诸侯之间，既有嫡庶姻亲之间的宗法关系，又有明确的君臣尊卑关系。他们是同处于统一王国版图之内、由封建权利和义务结合起来的大小封建领主之间的关系。它已全然不同于过去大小邦国之间的关系。 
与传统的政治制度相比，宗法分封制有两个非常突出的优点：第一、可以平和地解决继承权问题。我们回顾一下人类历史就会发现：古今中外，人们的纷争很多都与继承权问题有关。虽然长子继承制也有缺陷，但它的出现的确从制度上避免了很多潜在的麻烦，有利于政治稳定。第二、不断分封的结果，会使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的周人越来越广地分布到其统治领域的各个角落，建立并巩固周人的基地，从而更好地保障周王室的政治统治。这就是所谓的“封建亲戚，以藩屏周”。

二、井田制——针对异族的土地及赋税制度
    相传井田制度是西周时代盛行的一种土地制度。后来井田制遭到破坏，到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经搞不清楚它的原貌了，以至于不少人甚至怀疑其是否真正存在过。其实，战国时期的孟子曾经说过：“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惟助为有公田。”又说：“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
孟子的这两段话，是我们理解井田制及其相关赋税制度的关键。孟子的话表明：周人不仅把被统治者分成“国”和“野”两个大的社会阶层，而且对他们分别采取不同的土地及赋税政策：对于主要由本族及与周人关系较近的部族成员所构成的“国人”，周族统治者采取的是自己传统的“彻法”，即定期、定量分配给氏族成员部分土地并让他们交纳10%的实物税；对于主要由被征服的殷商遗民及其他与周人关系较为疏远的部族成员构成的“野人”，则是借鉴了殷人的传统做法，先将土地划分成九百亩一块的“井”，然后每八家农户分给一井的土地，让他们各自耕种其中的一百亩作为自己的“私田”，同时共同耕种剩下的一百亩“公田”，秋后将这一百亩公田上收获的粮食缴纳给“公家”——实际上是缴纳大约11%的劳役税。
周族统治者对被征服异族人的剥削与对本族人的剥削相差无几、并不十分苛刻，这与周初统治者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德治”思想有很大关系。前面讲过，周族灭商，是以小族胜大族、小国灭大国的空前辉煌的胜利。在胜利面前，周族统治者在无比欣喜的同时，也怀着极大的忧虑。《周书·召诰》说：“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周书·君爽》说：“我受命无疆惟休，亦大惟艰，……丕承无疆之恤！”都表现了克商以后的周族统治者喜忧参半的心情。他们对于能否巩固已得的胜利，怀有很大的疑惧。因为他们清醒地知道，商王国原是泱泱大国，不仅人口众多，而且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也高于周族。商王朝军事上的失败，并不等于商族国家生存力量的消失。虽然周人把商人的土地和人民并入周王朝统治的版图之内，但是如果周族对商族采取直接的异族统治，必然要造成商人对周人在心理上和思想上的对立和仇视；如果对此完全依靠军事和暴力的镇压，则只能使矛盾激化和对立加深。为了缓和这种矛盾与对立，周族统治者在政治上一反商代的刑治思想，提出了“德”和“德治”的概念。德是相对于刑而言，周族统治者所倡导的德治，就是对被征服者采取施恩宽惠的政策，给予一些好处，以便争取民心，稳定政局，达到巩固其统治的目的。所谓“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用怀柔的手段对被征服者进行统治。在德治思想指导下，周初统治者对商的旧臣遗民采取了比较宽惠的政治经济政策。他们不是乘胜掠夺商族的财富，而是以吊民伐罪的名义向商民散发商王聚敛的财物，借此笼络民心，表现了周族统治者的政治远见。
 

与政治上的怀柔思想相结合，周初统治者还提出了裕民惠民的经济思想。裕民惠民思想大量见诸周初的文诰及一些铭文中。
周初统治者总结商纣王“暴殄天物，害虐蒸民”
，失去民众支持，因而国破身亡的教训，认识到民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切身利益，统治者必须关注民的利益，以赢得民心，才能有效地巩固自己的统治。所以《周书·蔡仲之命》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周书·文侯之命》说：“柔远能迩，惠保小民。”希望通过引导民众生财求富，使之受惠感恩，不生叛逆之心，从而达到巩固其统治的目的。在中国封建历史上，减轻征赋历来是最为主要的惠民政策之一，周初统治者通过井田制度，将被征服民族的税负减轻到与本族人相差无几的程度，无疑是裕民惠民经济思想最为直接的政策产物，对西周社会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三、礼乐文化——增强政治统治效果的制度创新
我国历史上有“周公制礼”之说。实际上，周初统治者不仅创制了规范新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各种典章制度，同时还非常重视“乐”的社会功效，并将其与新创制的“礼”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礼乐文化。周初统治者如此重视礼乐，是有其深刻历史原因的。
首先，如前所述，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后搞的宗法分封制，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结构的一次巨大变迁，它使原来各部族方国间相对平等的松散的盟友关系，变成了上下依属的紧密的封建关系。在这种新的政治结构中，王权得到了极大的扩张，王室与各地方诸侯国之间的关系也更加紧密。为适应这种新的政治形势，需要一整套新的更为详尽的道德、法律制度，作为统治阶级内部各级贵族间处理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周礼”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古代的所谓“礼”，不仅是社会生活中的规定和仪式，还包括国家的各种政治、法律制度。正如著名学者章太炎在《检论》中所讲的那样：“礼者，法度之通名。大别，则官制、刑法、仪式是也。”只是到了秦汉以后，官制、法律同礼的界限才逐渐分明，礼基本上专指“仪式”，与我们今天关于礼的概念比较接近了。
其次，周初统治者礼、乐并重，也是对传统政治手段更为精致、更为自觉的运用。我们知道，周礼是贵族阶级内部的行为规范。然而，不仅许多贵族阶级内部的行为会对全社会产生影响（所谓“君子德风”是也），还有一些行为甚至必须得到人民的理解和拥戴才行。打个通俗的比方：结婚本属个人行为，现在只需要当事人去有关部门登个记、领取一张结婚证明就已经完成了全部法律手续。然而，在传统社会中却不然，需要举办一定程式的婚礼，通过一系列复杂的仪式、刺耳的音乐来冲击人们的各种感官，使结婚变成一件可以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似乎只有这样，两个人的婚姻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在古代，礼、乐的社会功效，与今天婚礼上的仪式和音乐所起的作用是相似的，都是试图通过对人们视觉、听觉的冲击来“影响”大众，加深人们对某一事件的理解和认同，从而达到一种社会效果。实际上，这种通过感官刺激来影响大众的做法，是古今中外政治家们无师自通的一种政治法术。因为对于普通大众来说，用简单的具象符号来传递一种政治意义，比用复杂的语言、文字表述更直观、更迅速、更准确，也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宗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思想文化，然而在历史上，人们通过各种繁复的礼仪、高耸入云的教堂、丰富多彩的圣像和壁画、优雅动听的颂曲和钟声、庄重素净的服饰和陈设，通过剃度、斋戒、长途仆拜甚至血淋淋的文身、血书、割礼等一系列的感官冲击，把书本上的宗教变成了活生生的宗教、变成了能够进入人们的想象和情感世界的宗教、变成了能够为多数人所接受的宗教。同样道理，历史上的改朝换代者们通过易帜、改国色（如秦尚黑、汉尚黄）、换装、留辫子或剪辫子，以及变换国旗、国歌、国徽、兴建大型广场和纪念碑、举行声势浩大的阅兵、集会和纪念仪式等一系列“礼乐”活动来全方位地冲击人们的各种感官、造成影响，目的也是为了把新政权新国家的建立这件大事情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脑海中，把概念上的国家变成活生生的国家，变成能够唤起人们的情感和想象、能够迅速为人们所认同的国家。
周初统治者重视礼乐还有一层政治意图，就是借助这些复杂的有形礼仪，实现政治统治的伦理化，减少政治统治的制度成本。《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中对人们应该如何穿衣、如何戴帽、如何吃饭、如何站立、如何乘车、如何祭礼、如何娶亲、如何敬老、如何慈幼、如何见客、如何朝君、如何谢恩、如何奏乐等一切行为都作出了具体的规范，把所有社会关系都固定成相应的外在仪礼，反映出周初统治者试图通过“礼教”手段达到“礼治”效果的政治目的。当时识字的人不多，也没有发明纸张和印刷，文字只能载于沉重的竹简和昂贵的丝帛，流传极为困难。加上没有权威规定的“普通话”，各国间方言繁多，言语沟通也颇为不便。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文明秩序主要不是依靠文字，而是靠“言传身教”、靠各种具体的造像活动来宣示和维持的。古汉字中“文明”的文与“纹饰”的“纹”相通，绝非偶然，而是非常清晰地刻画出社会文明最初的展示形式。 
四、结论 

   《诗经·大雅·文王之什》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初统治者在战胜强大的商邦之后，并没有故步自封，而是迅速确立宗法分封、井田、礼乐文化等一系列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为以后长达八百年之久的周王朝的统治奠定了制度基础。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民族，其取得突破性进步的真正原因，既不是物质财富的简单积累、也不是形而下的器术上的改进，而是文化的进步、思想的解放、观念的更新，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一系列制度创新。这种以文化进步、制度创新为中心的人类进步范式，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从时间上讲，我们的近邻日本搞明治维新晚于中国的洋务运动，其当时的物质生产水平、财富的积累也远远落后于中国。然而，与主张“中体西用”即在不改变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观念、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现代化生产制造技术的洋务派官僚不同，新成立的明治政府首脑们上台伊始，尽管面对的是一个百业待兴的烂摊子，却还是毅然抽出政府半数以上精英，组成以右大臣、外务卿（相当于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包括“维新三杰”中的两杰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在内的大型使节团出洋考察。使节团先后访问了美、英、法、德等12个西方先进国家，历时22个月，终于发现：“东洋各国现行之政治风俗不足以使我国尽善尽美，欧美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经济制度）、守产（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意识及制度），无不绝超东洋”，必须“将此开明之风移往我国，以使我国迅速进步至同等化域”。
岩仓使节团回国后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政策中，最重要的，是对西方近代政治、法律和教育制度的全面移植。同时，日本政府摈弃了通过兴办国营工厂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方针，走上了积极扶植私人企业、通过大力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正确道路。此后，日本综合国力迅速增强，在不到三十年时间里，先后打败清王朝及沙皇俄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强国。
    历史经验反复启示我们：科技进步的成果必须有先进的制度环境作为保障，而先进的制度必然产生于先进的文化思想。我们只有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能够在世界民族之林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近年来，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断发表讲话，强调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政府有关部门也发出一系列旨在进一步繁荣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文献，这些都预示着一个思想文化艺术复兴新时期的到来。我们相信，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们会以更大的热情，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为创建代表先进文化、适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符合中国国情的新的制度体系、实现中华民族的再次复兴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 《史记·周本纪》。


� 以代表当时手工业生产、经济发展及政治文化最高水平结晶的青铜器制造为例：“现在我们依据铜器的研究，更得一种消极的论证，就是从没有发见一件周初大王至武王时的铜器。……假使他们那时文化与殷人没有什么差别，为什么没有一件铭功的彝器留传到现在呢？……铜器中既无确可证明为武王以前之物，及成王时遗物的寥寥，我们因此断定周初文化的幼稚，这也似非过论。”（徐中舒：《殷周文化之蠡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另外，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中列出的西周青铜器中，最早的也只是武王时期的二器，其中第二器是否属于武王时期还大有疑问（郭沫若认为此器为武王时期的证据是上面有“克商”二字，但是周公、成王时期都有克商之事，且本器又有“在成师”语，“成师”即成周，则此器应是成王时期制作的）；成王时期的青铜器也只有二十七器。这与商人制作的大量精美的青铜器形成巨大反差，周人与商人之间经济、文化上的差距由此可见一斑。


�《左传·昭公11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左传·宣公12年》：“纣之百克，而卒无后！” 


�《史记·周本纪》：“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为不寐?王曰：“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


� 《史记·周本纪》。


� 《史记·殷本纪》。


�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十。


�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 《孟子·滕文公上》。


� 《周书·武成》：“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旧，释箕子囚，封比汗墓，式商容闾，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大赉于四海，而万姓悦服。”


�如《康诰》：“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洛诰》：“彼裕我民，无远用戾！”《无逸》：“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怀保小民，惠鲜鳏寡。”《大克鼎》：“惠于万民。” 


� 《周书·武成》。


� 大久保利谦：《岩仓使节团之研究》，宗高书房1976年版，第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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